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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传承视野下国家文化公园的
价值定位及政策意义

傅才武  魏 冀

摘要：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政府为保护和传承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资源而设立的特定文化空间和专属

领地，也是当代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性载体。作为中国创新实践的概念，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从

国家文化领域开创了“以中释中”的范例，以探索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从

方法论上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科技文化融合创新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模式，探索建

构从传统农耕文明到现代信息文明的中华文明转型发展路径，体现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当代实践路

向。国家文化公园蕴含了多重政策意义，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中华文化学术话语体系的研究和阐述，以国家

文化公园为载体探索建立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形象标识和民族文化符号；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和尊重

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支持文旅消费新场景建设，以国家文化公园为载体探索建立国家文化结构

与国民文化结构之间的常态化转换渠道，在丰富百姓日常的文旅消费中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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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开始实施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当前支持文化传承创新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一项

重大文化工程，业已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新时代国家战

略目标在空间规划上的实践，其超越行政层级和既有项目管理方式的超级工程特征和“规划建设一批

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①的目标要求，从理论上提出了价值定位和配套政策设计的难

题。基于此，学界对于国家文化公园与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关系以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定位高度关注。部分学者则通过与国家公园和西方文化线路的比较②，深入

讨论了“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内涵、形态结构与价值意义③④⑤。李飞等从“国家”“文化”“公园”三个

关键词对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解构，梳理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源流，提出了“政治、文化、组织管理”

三重逻辑根源和三重意蕴⑥。
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有学者提出，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主导生产的主客共享的国际化

公共产品”⑦，也“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传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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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信仰和价值观为主要目的，实施公园化管理经营的特定区域”①。2021 年

《中国文化遗产》期刊社组织刘庆柱、张朝枝等学者，就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定位、价值挖掘、传承展示

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研讨还涉及大运河、长城等国家公园在规划中的问题与建议，但对何为“国家

文化公园”②并无准确的定义。韩子勇从“国家”“文化”“公园”三个关键词着眼，串连成国家文化公园

的“大结构”概念，涉及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要义，这是其深刻之处③。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

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

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④。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既是承载中华古老

文明不曾中辍的“突出连续性”的表征符号，又是民众和中外游客了解中国文化、体现中华民族独特性

的“特有媒介”。但如何理解并把握好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长征精神、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内核，

形成中华文明的表征体系，将国家文化目标贯彻于具体文化实践，仍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重

大课题，本文拟就国家文化公园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政策含义作一讨论。

一、国家文化公园：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载体

全球化进程激发了民族国家普遍的身份认同需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提到美

国人关于美国身份/特性问题的困境，美国立国 300 年以来，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美国人的身份特性

来说，一直居于中心地位，正是它使得美国人区别于他国人民。但进入 20 世纪后期，面对全球化和移

民新浪潮，美国人怎么界定自己的身份特性和国家特性却成为了一道“选择题”。不同的身份界定和

国家特性定位，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美国人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中，是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

“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还是一个帝国性质的国家，抑或是一个民族性质的国家”⑤。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加速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国家无不面临全球化对民族性和族群身

份认同的挑战，每个民族国家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特性，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引发

了世界范围内“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⑥。这种民族国家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要求，对于后发

现代化国家来说，就是要重建自身民族文化和国家特性的独特内涵，而确定一个独特的解释框架是建

构这些独特内涵的基础条件。
（一）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与内涵

1.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

国家文化公园不同于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地理符号）为主要目标的国家公园，它是指以人类理

性和智慧的创造物为依托，向社会公众集中展示某一族群或社会共同体所创造的器物技艺、历史传

统、行为模式、制度机制和价值观念等的公共空间以及管理运营该空间的公共机构，是一国政府为保

护传承最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记忆而设立的特定文化空间和专属领地。
国家文化公园从理论内涵上拓展了遗产保护理念和思想，为遗产保护，特别是大尺度、跨时空、综

合性、动态性的线形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了跨区域合作的新思路和新原则。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从文

① 李树信：《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价值及实现途径》，《中国经贸导刊》2021 年第 3 期。
② 刘庆柱、汤羽扬、张朝枝等：《笔谈：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定位、价值挖掘、传承展示及实现途径》，《中国文化遗产》2021 年

第 5 期。
③ 韩子勇：《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路与价值》，《中国艺术报》2022 年 2 月 11 日，第 5 版。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http：//www.news.cn/politics/

leaders/2023-06/02/c_1129666321.htm，访问日期：2023 年 8 月 6 日。
⑤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年，前言第 2—3 页。
⑥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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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线路概念形成到实践应用的过程，业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赋予了现行遗产保护体制的独特价值。
“因为它不仅体现了人们对文化线路的认识逐渐深入，还能够从中获得关于文化发展的哲学思考，也

为文化线路的后续研究提供基础支撑，还可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借鉴。”①但这一理论的应用也

面临困境：“尽管文化线路的概念在不断深化，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充，但是，对于文化线路所展现出的

文化总体化，对未来发展的启思性研究并没有多大进展。”②而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是对文化线路概念

的深化和拓展。
2.与西方国家公园和文化线路不同的内涵

尽管中国“国家公园”“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受到美国“国家公园”和欧洲“文化路线”生成逻辑的

影响，但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文化战略概念的确立，却包含了中华民族以历史文化认同作为族群主

体性精神建构方式的特殊性，体现为一种中国式表达。五大国家文化公园都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

号。如：“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

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③

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与美国国家公园中的历史文化类公园和欧洲文化线路的相同之处，体现在三

者都具有历史记忆、国家认同和审美体验的文化操演功能。作为国家象征符号的重大民族文化遗产

（包括自然和历史遗产）几乎都是对国民和国际游客的吸引之地，既是本国国民的文化资本积淀之途，

也具有跨国文化交流的国家符号和国家身份的标识性价值，具有现代国家图腾的表述和操演意义。
李飞等学者发现了国家文化公园不同于美国国家公园之处：“国家文化公园较之以荒野保护为原

始动力、保护自然与历史遗存的美国国家公园体系更具文化内涵和宏伟愿景。”④作为中华民族的“神

圣空间”，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时空中交错和共

生，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运输生命线、边疆防御与文化交往秩序的建立。所以，无论是长城、长征、

大运河，抑或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承载着深厚族群文化记忆的符号系统，能够为跨

区域性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滋养提供一个统一而宏大的文化价值整合机制，能够代表中国

独特的国家标识。
国家文化公园也不同于欧洲的文化线路。尽管欧洲的文化线路跳出了传统故事表述中的时间和

空间框架，以历史故事线为基础，以故事本身的展开为线索，串联起相应节点，形成实体性的“编年体

城市史”。如：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拉朝圣之路（Route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1993 年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中第一条“文化线路”；德国莱比锡在 2012 年创建“音符之路”以

后，又在 2016 年建设完成“音符骑行之路”，以及还在建设中的“音符弧线之路”。还有德国“汉诺威红

线”——汉诺威市设计的一条连接 36 个重要文化景点和城市节点的红色油漆步行线。但国家文化公

园与文化线路不同。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空间，正在规划建设中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拥有五

千年文明的底蕴，标识着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它与世界其他国家公园的内涵既相

通又有所不同，需要从“世界维度、历史尺度和国家高度”来阐释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独特性：

“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是最深层次的认同，统摄并感召各民族的思想和行动”⑤。
国家文化公园的理念重在“国家（民族）文化”，即重在建设具有国家（民族）历史与国家象征意义

的特定文化空间，体现为“国家（族群）文化”的“空间载体”和“物化形式”。国家文化公园既是一种具

① 王光艳、樊志宏：《从概念到理念：文化线路理论的逻辑演化与哲学思考》，《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② 王光艳、樊志宏：《从概念到理念：文化线路理论的逻辑演化与哲学思考》，《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③ 《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0igFtOQOjC，访问日

期：2023 年 8 月 6 日。
④ 刘庆柱、李飞、张朝枝等：《笔谈：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定位、价值挖掘、传承展示及实现途径》，《中国文化遗产》2021 年

第 5 期。
⑤ 梁兆桢：《论文化认同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向》，《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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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意义和特定价值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又是一种富含象征、意义、符号、价值、情感和记忆的

意义结构，文化空间是边界相对明确的几何空间和以符号为载体的象征意义系统的有机融合体。“国

家文化”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几何空间，通过国家行为实现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化和利用，以

更好发挥其“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①的独特作用，最

终达到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话语权的目标。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种“大场域”和“大结构”，具

有“通其变、合其数、成其势、鸿图华构，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大功能”，具有“形成精神文化上千

变万化、牢不可破的榫卯结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独特价值②。
作为国家叙事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其核心在于促进各民族（族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文

化认同，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基于历史文化记忆之上的观念共享、价值互认与心灵皈依的精神家

园。国家文化公园通过为族群成员提供共同体文化生命的体验来生成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朴素

的家园感，形成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意识，在日益广泛和深入的全球化过程中找寻和定位自己的

身份，进而形成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聚合力、精神感召力和社会实践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文化公园源于世界上通行的“国家公园”概念，但又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

“突出沿续性”特征的独特设计，是长期以来中国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创新的实践经验在理论层面的

反映，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正义—平等—秩序”的伦理意蕴和“天下观”的空间

意蕴③。
（二）体现了以“以中释中”替代“以西释中”的学术话语逻辑

自晚清到抗战，由于在西方工业文明挑战面前的屡次失败所导致的民族自信丧失，以及西方现代

化模式示范效应全球扩散的影响，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寻求建立自身主体性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重

新确立一种“以中释中”（而不是“以西释中”）的新眼光和新思维方式，在与世界对话中确立自身的学

术逻辑与话语体系，以形成中华民族现代化经验的主体性表达。爱德华在《东方学》中提出，东方并不

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被西方建构的东方，即一个为了满足西方建构“他者”愿望和凸显西方优越性的

东方形象，是按照西学逻辑的解释对象④。因此，东方社会从来不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主体，某种意义

上是被西方看东方的方式所规定了的思维方式。美国汉学家白鲁恂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架构就是

中国的精英阶层和西方社会一起，将一个文明体强行塞进西式民族国家框架的建构性结果，即“现代

中国民族主义一直艰难地致力于将一种文明硬塞进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去”。白鲁恂认为，中国的

国家形态与西方的民族国家不一样，不能把中国视为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⑤。
近代以来，中国从学界到社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一种西方的话语体系讲“中国故事”，在“西方

的标准”下度量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即“以西释中”的话语逻辑。如果不能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自身逻

辑去分析，那么就只能建立起西方话语逻辑下的“中国叙事”而不是中国自身的主体性表达。而中国

规划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行动表明，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由

原来以“物”为中心，转向逐渐以“人”为中心，在遗产管理体制中嵌入“人”的价值需求；从对物质遗产

本体特征的研究转向对物质遗产承载精神的探索。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是中国努力推动文化遗

产东方话语体系建构的一次尝试和跨越，体现出与美国国家公园的差异。
19世纪 80年代，独立后的美利坚民族为了与旧欧洲区别开来，并以此凝聚新大陆文化和身份的独

① 刘庆柱、李飞、张朝枝等：《笔谈：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定位、价值挖掘、传承展示及实现途径》，《中国文化遗产》2021 年

第 5 期。
② 韩子勇：《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路与价值》，《中国艺术报》2022 年 2 月 11 日，第 5 版。
③ 李飞、邹统钎：《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旅游学刊》2021 年第 1 期。
④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 63—97 页。
⑤ Pye L. W.，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1990， 69（4），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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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巧妙地利用新大陆广袤无边的“荒野”，建立起黄石等国家公园。美国的文化精英通过把自我意

识投射在荒野上，以一种直觉性的体验方式引导人们在荒野中去感受上帝，赋予荒野以宗教色彩。如美

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将荒野描写成摆脱社会束缚的理想王国，为美国人建立起一个心灵的家

园。经过库柏、霍桑、马克·吐温和福克纳等一大批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的创作和传播，荒野已不再是空

间和地理意义上的荒野，而是个人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社会约束的化外之地，荒野凸显了田园牧歌式的避

难所（自由之地）形象，逐渐成为一种美国的象征符号。
中国则借助五千年文明积累，建立以历史文化为底蕴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与美国人将精神家

园寄寓于“荒野”不同，中国人将族群的精神家园，根植于中华文化历史传统中，寄寓于“人化”的自然

之中，并形成以自然与人文相协调的审美范式，“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

览者不为显”①。不论是美国的“荒野”，还是中国的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都既是一种客

观的存在物（人文地理空间），又是一种作为族群集体行动策略的人为建构系统。两者区别在于，美利

坚民族走上了宗教文化的建构道路，中华民族则走上了历史文化建构的道路。
美国文化精英对“荒野”的观念阐述，孕育了将壮美的荒野景观保留为“公园或游乐场”的国家公

园思想，最终促成了国家公园在美国的诞生。而中国对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认同，孕育了将族群历史

文化富集地辟为国家文化公园的思想，最终促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的诞生。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践，本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创新思想的一贯性。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中西文化交流原则，中国社会从清末开始确立

的“以西释中”的话语逻辑转入“以中释中”的现代化阐释逻辑，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阐

述中国传统社会和历史材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式下建立起新的知识谱系，80 余年来呈现出一

派繁荣的学术图景。
尽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已历 180 余年，但百年前确立的“以西释中”的话语逻辑并没有完全

消失，一方面，从西欧工业化和现代化经验抽象出来的现代性主轴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的观照，遮蔽了

东方国家历史文化路径的差异；另一方面，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上升为理论逻辑的滞后性，还不足

以形成与先发现代化国家平等对话的能力。然而，现代化走过一百多年后，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分

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建主体性的任务。这就要求从学术上建立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系统，其学术视野必然要从“以西释中”转向“以中释中”，恰度地回归中国文化

的“元典精神”②，发掘这些元典所蕴含的理论在现代的阐释力，以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得以产生的原初

路径——从轴心时代就确立的广义儒家文化传统，并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只有基于中国

实际建立的解释框架，才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定位中国文化在世界文

明中的地位，才能重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基础。

二、国家文化公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平台

中国人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的独特建构方式，一直面临着如何以有限性去理解无限性的形而

上学问题，即必须要以历史性为限度的有限思想格局，去回应思维可能提出的在历史性之外的形而上

问题。相较于一些西方民族最终屈服于宗教的解决之道，中华民族创造地建立了以永恒山水的超越

性弥补历史有限性的独特解决之道，“以历史为本的中国精神世界使精神从上天落实为大地上的问

题，同时也使大地成为社会化的俗世而失去原本作为自然的超越性，因此需要在大地上重新定义一个

① 黄仁生、罗建伦点校：《唐宋人寓湘诗文集·卷二十一·滕宗谅·与范经略求记书》，长沙：岳麓书社，2013 年，第 968 页。
②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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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之地以满足精神的超越维度，于是，在社会之外的山水就被识别为超越之地”①。国家文化公园

作为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空间，是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作为中华民族的神圣地点，又是族群的“超越

之地”。
（一）国家文化公园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根基历史叙事”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离不开特定空间在“时间”中的延续与变迁，族群历史记忆的深处，是与

特定空间及其在族群演进中的时间轨迹联系在一起的。王明珂认为，人类社会中凝聚在血缘、地缘与

其延续关系下的人群，透过“历史记忆”来维系与延续社会组织结构，追溯群体起源的“根基历史”由三

个基本因素——血缘、空间领域资源以及二者在“时间”中的延续变迁组成②。这便是中华民族“根基

历史叙事”的主线。
作为中华民族“根基历史叙事”的载体，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既是族群集体记忆的“容器”，也是现代民

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资源，国家文化公园以族群神圣地点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建构起民族国家关于领土

版图的合法性，其独特功能在于以“过去”说明“现在”——我们（或他们）为何是同一族群或民族的人，

为何我们（或他们）共同拥有（或宣称拥有）这些空间领域及其资源，以及为何我们比他们更有权利拥

有与使用这些资源，沉淀在这些文化地理空间中的历史记忆，支撑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心性”——

人们由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去回

忆与建构“历史”③。族群的文化传承代代承袭呈现出一种“文化重演律”④。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所承

载的“根基历史叙事”包括：

第一，传统农耕文明形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所包含的众多文化遗址，构成了独特的农耕文化空

间。不同的空间组合方式构成了一幅关于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发展史的连续性画卷，为国民的国家认

同体验提供了一个客观实在的完整连续的“索引”：从距今约 7000 年至 6000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

土的骨耜，到距今约 5800 年至 5300 年巢湖流域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八角星纹长方玉板和玉龟，再到距

今约 5300 年至 4300 年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神人兽面纹玉琮，共同构成长江下游地区史前

华夏先民农业发展与精神信仰之缩影⑤。2006 年 5 月，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共 10 大类 518 项，一些农耕文化遗产如苏绣、蜀锦、古琴、昆曲、南京云锦、安徽宣纸、都江堰水

利工程技术、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等进入名录。
我国现在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大都与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相关涉。五大国家文化公园

代表了中华民族最丰厚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记忆，包含了中华农耕时代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现有世界遗产 56 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42 项、国家级非遗 1557 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5054 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35 个、历史文化名镇 312 个、历史文化名村 487 个、中国传统村落

6819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44 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36 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24 个，这些

文化遗产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农耕时代的科学、工艺和艺术成就，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基于农

耕之上中华传统文化，提供近代以来中国人进行文化创新的底板，正如清人赵翼所说：“无所因而特创

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
第二，革命文化形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不仅仅承载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叙

事，代表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更为重要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产

物，代表了 20 世纪中国革命文化的新形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包含了长征的历史叙述、长征

① 赵汀阳：《历史、山水及渔樵》，《哲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②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③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④ 参见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⑤ 马林：《当代中国文物展览的文化使命与中国叙事——以“何以中国”展为例》，《艺术评论杂志》202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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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提炼和渗透，以及长征精神的社会化建构三个层次的内容。长征的历史叙事，是以中国工农红

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跋涉福

建、江西、河南、宁夏等 15 个省长征线路上战斗和转移所依托的地形地貌、沿途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遗

址，以及真实发生的历史故事为基本，构成了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最生动、真切、独特的媒介。
从民族国家叙事的层面上说，长征不仅仅以历史的方式记录了作为社会革命主体的中国人民艰苦奋

斗以求复兴的历史过程、记录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道路的独特性，而且以

艺术—哲学方式，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借助于让·鲍德里亚所说的“知识内爆”实现“社会外

爆”的内在逻辑，由此演进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
将长征线路规划为国家文化公园，既能揭示中华民族中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国民性格和革命文

化传统的形态，又能清晰地展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共和国诞生的具体过程，展示出一个由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文化融合所创造的奇迹。而借助于长征的艺术—哲学化建构，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将形成了一个具有“二万五千里长征”整体辨识度的符号系统，使之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记忆。
第三，工业和科技文明形态。近代以来，长江、黄河和长征等空间结构在承载中华民族近代转型

中，催发了中西文化汇聚碰撞，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建立和

工业化进程等。
以长江为例。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几乎就是沿着长江，从东向西逐步深入到中国腹地，逐次推进的进

程。1843年 11月，上海正式开埠，两年之后，美、法相继在上海设立租界，上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最集中

的城市。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长江流域的重要港口城市如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也逐步开放

成为开埠城市。在近代中国相继开辟的 80多个通商口岸中，长江沿岸就有 20余个。这些通商口岸城市

往往成为传播西方工业文明的窗口，如 1879年，发电技术传入中国，在上海虹口第一次出现了电灯照明。
其他如：1879 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1881 年 11 月，津沪电报线架设竣工；1884 年上海

至广州“通报”，电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10 余年间，电报线已布满各省，近代信息传输系统出现。
1881 年，上海自来水公司成立。 1882 年，电话传入中国，上海成立“德律风”（telephone 音译）公司；

20 世纪初，武汉出现商办电话公司。
1861 年，曾国藩在长江下游的安庆设立了安庆军械所，为长江流域军事科技工业的兴起揭开了序

幕。1863 年，李鸿章在上海奏设江南制造局，成为全国第二个军工企业。1889 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

督，武汉拉开了近代工业化建设的序幕。张之洞在武汉相继成立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后改为汉

阳兵工厂）、以及纱、布、丝、麻四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冶铁、军工和纺织工业体系。除此之外，张

之洞还在湖北开设新式学堂等，让武汉成为继上海、天津之后的又一洋务运动基地与近代大都会。此

外，长江上游地区如四川、云南等地也兴办了火柴厂、造纸厂、煤矿、铜矿等近代工矿企业，近代工商业

深入包括长江上游在内的中国内陆地区。
国家文化公园所承载的工业和科技文明形态，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总体特征相关。总体上，中国

近代化的发生发展大体是由东南向西北渐次推进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通商五口都位于东南沿海

和长江入海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增开的 10 大通商口岸中，长江流域就有 4 个（汉口、九江、南京、镇

江）。此后数十年，上海、南通、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沙市、宜昌、重庆、成都等沿江城市

逐渐开放通商，成为长江城市带，逐渐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先发地区。
1911 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上海、南京等沿江城市奋起响应，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

中国社会变革。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当时的长江成

为新旧、中外文化竞演的舞台，引领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时至今日长江仍为中国最广阔、繁盛之流

域经济区，在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也纾解着生态的巨压，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①。

① 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年，导言第 IV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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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在于，通过为散在的历史故事提供一个总体性框架，以在一个具象空间

内重建时间的组织方式，赋予故事以族群记忆的意义，“如果故事不被安置在某种意义框架或问题线

索内，本身并无超出事实本身的意义，也将随着事实的退场而消失。历史的意义在于建构一种文明的延

续性而不是信息登记簿”①。国家文化公园通过为其所承载的“根基历史叙事”提供历史哲学的解释框

架，回应了人们所关注的在历史叙事之外的形而上问题，即亨廷顿所说的民族特性和国家身份问题。
（二）特定地理空间上建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机制空间”相融合的平台机制

根据亨利·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生产“三元论”，陈波和庞亚婷探索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空

间叠合”形态。他们认为，从内部结构看，“物理空间”对应“自然生态”，关切大尺度的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涵育和基础设施优化；“精神空间”对应“文化存续”维度，探究黄河文化象征符号的具像表征和活态

存续；“机制空间”对应“空间感知”，着重“人—地—事”互动进程中的多元关系和自我身份建构。黄河

流域“物理空间—精神空间—机制空间”三者相互嵌合，形成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运行的内生动力，共

同推动了空间的运转和空间效能的形成②。正是在这种空间生产机制的作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科技文化得以融合，汇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态。
一般而言，国家文化公园的深层结构，包含了历史叙述、精神内核的提炼和独特的社会化建构

三个层面的内容。王国平以策划良渚遗址国家文化公园为例，较为清晰地阐述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

平台功能。他提出要将良渚遗址打造为国家文化公园，并将良渚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工程分为三个圈

层——以管控保护区的保护为核心的第一圈层，以主题展示区的开发为重点的第二圈层，以及以文旅

融合区的融合为要点的第三圈层，“三圈层”体现的是国家文化公园的历时性建构模式③。
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中，以“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规划思路，构建了

一条主轴带动整体发展、五大片区重塑大运河联动发展的空间格局框架，以大运河现有和历史上最近

使用的主河道为基础，统筹考虑遗产资源分布，合理划分大运河文化带的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清

晰地构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区域平台机制。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结构，包含了从先秦以来的长城建造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天才杰作”的象

征，其文化遗产又参与到长城文化的社会化建设，具有在长城防御功能外的依城而居、围城而寨/堡、

依长城而组织经济活动等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功能；既具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塑造能力，又展现

出对当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渗透影响功能——长城作为民族团结统一、众志成城的爱国主

义精神，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守望和平、开放创新的时代精神的载体，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

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族群性格的持续性塑造机制。对于全世界来说，长城虽丧失了其原本的军

事防御工程价值，但它仍然是一座荟萃了人类智慧和汗水的宏伟建筑遗产，是世界人民了解古老中华

民族的政治、经济、建筑等多方面的发展历程和成就的历史叙事载体。历史叙述、精神内核提炼和独

特的社会化建构统一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之上。

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现路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既不是国民个体所表现出来

的文明素养，也不是某个社会组织所表现的企业文化或者单位文化，而是一个以民族国家共同体为基

础的国家文化结构，即由主权版图系统、生态环境系统、政治经济系统、文化行业系统所共同构成的民

族国家共同体的外在支撑系统（外显结构），由文化认同、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不同的组合方式所

① 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 13 页。
② 陈波、庞亚婷：《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其场景表达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
③ 王国平：《从“国家遗址公园”到“国家文化公园”——关于良渚国家文化公园申报导则的思考》，《城乡规划》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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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内隐结构），内外结构共同构成民族国家的文化结构①。当代正

在建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以国家文化结构作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科技

文化三种文化融合创新所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结构性生态文明的外在形态

以领土版图和神圣地点为空间载体、包容历史—当下—未来三个维度的生态文明结构，中华民族

文化共同体和民族国家共同体都立基于这种生态文明结构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

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②从布罗代尔所提出的“长时段”（地理环境变迁）的视角看，一部人类文明

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发展变迁史。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蕴含参天地化育的生生

意识、“民胞物与”的生命关怀，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进入现代社会后演进为一种结

构性生态理论，进而实现了对西方以资本和技术为中心、人与自然两分、物质主义膨胀的工业文明范

式的超越。
结构性文化生态学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外在形态。作为民族特性的维系力量，中华传统文化

本身就包含了古老的生态文明智慧，并深受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观念的影响。《孟子》有言：“不违农

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

王上》）荀子也认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吕

氏春秋》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些在轴心时代

提出的顺应规律、适度节用、“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吕氏春秋·义赏》）的生态文明观，成为中华文化

的重要内涵。美国学者斯图尔德主张从自然、人、制度、价值观等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寻求不同民

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与自然环境关系最近和最紧密的是科学技术，

其次是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最远的是价值观念。价值观与自然环境弱相关，对人的社会化影响却最

直接。
冯天瑜先生从观察中华文化生成机制入手（从 1990 年的《中华文化史》、2013 年《中国文化生成

史》到 2021 年《中华文化生态论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关于生态文明的解释体系，一方面，这一

理论体系在中华文化生成机制中强化了生态内涵，如将地理环境视为“文化生态的物质前提”，将经济

土壤视为“文化生态的基础与枢纽”，将社会制度视为“文化生态运行的操作中枢”，将文化的生成机制

切入到地理环境和经济政治结构之中，从而将文化从现象界推进到本质层次，将环境与人类互动关系

拓展到人类与资源、生产、消费诸因子之间的互动关系领域，形成了以“弱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结

构性文化生态理论③。这一理论所体现出来的超越传统文化生态观念和文化生态结构的“整体主义

东方智慧”，体现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结构性生态文明形态是一种包容性文明，立基于科学技术的应用之上。作为人类理性的创造之

花，现代科技贯穿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也是连接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桥

梁。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构成了结构性生态文明系统中的动力机制。
当代中国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

计，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利用生态文化连通了中

华民族的过去、当代和未来。

① 傅才武、余冬林：《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构造及其转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 年。
②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 年第 3 期。
③ 冯天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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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中国”的内隐结构

民族国家文明形态的演进与定型，并不仅仅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更是由其内在的结构所规定

的。2017—2021 年，武汉大学课题组借助文化类型学的方法对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文化结构类型

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国家文化结构主要体现为一种以文化认同包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文化认

同型”国家属性①，这就是被西方汉学家视为“文化中国”的意蕴。英国汉学家马丁·雅克也认识到中

国与西方民族国家不同的国家特性：“中国人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将国家视为民族国家，而是视为文明

国家……中国人眼里的‘中国’实则是‘中华文明’的同义词。”②其意是，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意

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国家”。他认为，作为“国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属性上，

是以中国这一主权国家为载体的政治共同体；在文化属性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族群成员共同认可

和遵循的广义儒家文化为纽带构建起来的文化共同体。政治认同是成员对共同体的法权和组织认

同，文化认同则体现为对共同体的价值和心理认同，“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

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文明的监护者和管理者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

于中国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中的国家”③。中国人之所以自认为是中国人，不是因为其民

族身份，而是因其文化认同的结果。中华民族习惯以文化作为构建民族国家和阐释历史的主要方式，

既能够用文化标准（“华夷之辨”）将各个民族界分开来，又能够以中华文化的容纳力与自我同一性将

各民族（族群）亚文化共同体包蕴其中。
“文化中国”的本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本质，文化认同是构成这一民族国家结构的逻辑起

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标识作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质，孕育了民族的根基与灵

魂，同时承载着对文化身份的历史探寻和时代思考，并构成这一文化叙事结构的价值基础”④。
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并维护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从未中断

的文明体，不仅在于从轴心时代起，中华民族就形成了以文化的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为支撑的文

化认同结构，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不断吸收其他先进文明成果、常变常新的开放性文化结构，即中华文

化具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开放性创新型特征。这种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文化中国”的民族

国家属性，反过来又成为保持这些突出特征的动力机制所在，并在不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

延续和强化这种特性。

四、国家文化公园背后的政策意义

作为应对全球化环境和数字信息技术环境进步的总体性反映，国家文化公园承载了文化认同型

国家属性的政策转化通道功能。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

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特征，必须要通过诸如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地理空间符号具

象化为国际竞争中的国家比较优势，才能将普遍的国家形象特殊化和对象化为在一定时空中制定宏

观战略的关键指标。
（一）对外传播“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

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和运行，使自然的地理标志从“文明的对立面”转化为一种“美学装置”，以实

践层面强化了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历史主义审美范式。这种审美情感回避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建构中

所经历的强权和暴力，支撑了中国文化映射下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英雄的结构性叙事，满足了中国人对

① 傅才武、余冬林：《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构造及其转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 年。
②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年，第 161 页。
③ Jacques M.，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9， p.228.

④ 邹广文：《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结构》，《哲学研究》2021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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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身国民性的想象及建构。它以一种美学方式介入历史与现实，向世界输出中国信念和国家形象：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

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

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①。
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和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包含了中国的地理空间特征和基于地理空间

的经济文化结构特征。韩子勇敏锐地发现了五大国家文化公园蕴含了中华文化生长和发展的自然空

间逻辑：“以长城、黄河、长江为轴线，向西联接丝绸之路，是绿洲、沙漠、雪山、高原、喀喇昆仑，向北联

接漠南、漠北、游牧社会、无尽寒林和冻土带，向南联接日益富庶的江南、亚热带社会、南沙诸岛，向东

是大运河、是大海的万顷波涛——这个四围如屏、形势完整、广袤多样、融会贯通的广大场域，为多元

一体的大结构、大体量，奠定了大尺度的自然的人文的基因、基础。”②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对民族国

家的历史发展过程有着强烈的影响。一个民族国家所拥有的自然生态条件和地理特征，一般会通过

经济方式和艺术（宗教）方式进入到民族国家的历史沉淀过程和深层心理结构，形成民族国家生成和

发展的自然符号编码。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即表征了中国广袤且丰富的地理空间对民族

国家形成和演进的深刻影响。如长城通过隔离纵横于西北戈壁和北方大漠上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地区

的农耕文明，建立了五千年中华民族冲突与融合的文化地理符号，体现出中华文化突出的包容性

特征。
基于这一理论逻辑，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更为重要的是，它有

利于促进国家形象的营造与传播。政府、社会和企业借助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共享平台，可以提高国家

形象传达、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贸易的效率。
（二）探索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系统和研究范式

如果单纯从技术层面看，国家文化公园体现为一种制度设计和管理范式的创新。它要求政府必

须要从一个宏观的层面上来讨论超大规模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模式问题，因此必须对传统的管理体

制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创新。但从宏观层面上看，“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背景下，国家文化公园

的设立是一种集中体现国家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宏大时空叙事表达，也是一次重要的体现中国道路

话语体系的文化治理模式创新”③。
在全球化语境下，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化认同型国家的知识体系，需要深入研究和阐释中国作为文

化认同型国家不同于西方宗教认同型和民族认同型国家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从而深入阐述中国式现

代化的内涵和外延，借此摆脱西方构建的“唯一现代化逻辑”与西欧地方经验话语体系对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约束和局限，以期为下一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提供借鉴。
第一，要深化对国家文化公园当代价值的理论建构。近百年来，随着文化自信的逐步消减，人们

逐渐对中华文化传统缺乏一个足够的敬意。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创新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其目的并

不是想证明中国的文明比西方强，而是要揭示东西方文明形态和发展路径上的差异性，以及中华文化

共同体延续背后的公共观念和集体行动逻辑，由此奠定中国自身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石。
第二，要以当代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支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

① 《探索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路——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

记者问》，人民网，2019 年 12 月 6 日。
② 韩子勇：《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路与价值》，《中国艺术报》2022 年 2 月 11 日，第 5 版。
③ 钟晟：《文化共同体、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公园》，《江汉论坛》202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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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理论支撑。”①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之关系入手，研究中国的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实践问题，必须以中国为观照、以西方为镜像，从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挖掘

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第三，要努力建构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的知识体系。在交叉学科门类下强化“长城学”“大运河学”

“长征学”“黄河学”“长江学”的二级学科和学术体系建设，深刻阐述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与民族国家共

同体之间共存共荣的内在联系，从认识论层面揭示出文化认同型、宗教认同型和民族认同型国家属性

与国家现代化道路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提供理论指导。
（三）探索创建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通过规划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深度挖掘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在的价值表达方式，向

全体华夏儿女清晰地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文化叙事结构，将大叙事转换成族群个体及中外游

客能够感知的文旅体验产品。这正是国家文化公园的独特功能。
国家文化公园所包含的神圣地点、遗产旅游、传统农业景观和商业体验场所，可以提供精神与宗

教、游憩与娱乐、气氛与美学、激励与灵感，以及教育、乡土、文化继承等体验价值。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必须建立在对本民族历史的高度认可之上，对传统的自豪感之上。规划建设五大国家文化公园，阐

述中华民族和中国诞生的过程，借助于国家文化公园所承载的文旅消费功能，让居民和游客了解我们

的先民是怎样的一群人、中华民族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人们才会深刻地爱上

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民和这里的文化，形成真正的家园归属感。此即是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建

设文旅消费新场景的独特意义。
陈波和庞亚婷利用场景理论对黄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进行研究，针对消费主义

导致的空间同构及碎片化问题，提出要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呈现富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以激活消费者

的空间感知并完成其自我身份建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构国家文化公园消费场景的系列措施，包

括：高度凝练文化符号及认同体系，实施多元优化舒适物的场景布局，精准锚定居民及游客获得感和

幸福度②。要确立场景营造思维，通过强化公众地方感和文化认同感，科学组合空间内舒适物（包括

自然风光、旅游装置、公共文化服务配套等）和事件（如旅游、民俗活动、节庆庆典等），引导公众在文化

参与的过程中完成经验的积累，并与空间“他者”产生关联，实现空间感知尺度的转化③。国家文化公

园正是通过对这些体验空间和消费空间的科学调配，直接作用于消费者的在场感知，推进区域文化生

产和大众文化（旅游）消费。

五、简要结论

维护文化共同体的统一、团结和凝聚力，是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化认同型国家的重大公共事

务。国家文化公园的实施，作为培育国民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重要渠道，是文化认同型国家对在全

球化背景下日益上升的强化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战略需求的整体性反映。
国家文化公园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就在于其代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

化符号，是中华儿女团结凝聚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象征④。国家文化公园通过固有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http：//news.xinmin.cn/2022/05/28/32175131.html，访问日期：2023 年 7 月 10 日。
② 陈波、庞亚婷：《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其场景表达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
③ 陈波、庞亚婷：《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感知研究》，《江汉论坛》2023 年第 4 期。
④ 吴必虎、余青：《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综述》，《民族研究》200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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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记忆装置，架通了连接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国家文化公园是时间向度上族群文化记忆的物质结果。国家文化公园的形态源于族群文化记忆

在当下环境中的重构及文化记忆的再现与实践，族群文化记忆的积累和重构使国家文化公园的物理

空间拥有了社会意义和象征价值。正是在这一个空间平台上，族群文化的历时性变迁和文化空间结

构实现了有机联结，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其间的原因，就在于国家文化公园本质上既是一种

“地理媒介”又是一种“象征媒介”：国家文化公园借助于地理空间符号和文化记忆对“集体”进行界定，

“集体”被定义为“由超越时空的象征媒介来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体”①。由此建构了集体记忆和个

体身份认同的连接关系。正如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所言：“记忆是构成所谓的个人或集体身份的一

个基本因素，寻求身份也是当今社会以及个体们的一项基本活动，人们或为之狂热或为之焦虑。但

是，集体记忆不仅是一种征服，它也是权力的一个工具和目标。”②国家文化公园所固有的族群集体记

忆功能，满足了人们对于集体身份的诉求，成为个体身份归属感的来源。
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弱宗教民族”来说，人们对于身后世界的超越性关怀，小部分来源于天

堂、地狱、今生、来世等佛道宗教观念，大部分则来源于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关怀。一定意义上讲，历

史文化（广义儒家文化）具有中国人的准宗教性质（冯天瑜先生称之为“天教”）。司马迁曾说：“文史星

历，近乎卜祝之间。”从华夏族群精神家园的意义上说，历史学家也是“大祭司”。以历史文化为核心组

成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

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③。
中华民族用以替代《圣经》的“元典”、，用以替代神殿的宗庙和祠堂，用以替代神谕的历史的教训，

用以替代“末日审判”的历史裁决，用以替代地狱的历史耻辱柱，用以替代天堂的青史留芳等，无不蕴

藏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故宫和大明宫遗址等这些“神圣地点”之中。中华文化建立了中

国人的家园归属感，而长城、大运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则建立了中国人精神家园的表征系统。对

于中国人而言，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同样承载了中国人的家园感，“这是民族

文化、民族精神的标识和印记，是我们心灵家园的门楣和梁柱，是中华文化的大块堆垒，是我们纵到

底、横到边、引以为傲的鸿图华构、灿烂文脉……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横平、竖直、弯折钩，每一笔都光

彩万里，每一画都写在灵魂血脉里”④。
国家文化公园的确立和实施，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历史传统空间化建构的超级媒介，其意义在于

“把高于历史的山水封为永久性的超越存在，使之成为永久性的隐喻”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中华传统文化在时间纵向度和空间横向度上的变迁轨迹，并建立起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的时空观。
国家文化公园所固有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满足了人们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愿景，成为个体价值

感的来源。海德格尔说：“历史不仅是人类的现在在过去的投影，它还是人类的现在中最具有想象力

的那部分在过去中的投影，是自己选择的未来在过去中的投影，它是一种历史—科幻，反之也可以说

是一种历史—愿望。”⑥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提供一种宏大的文化场景，引导人们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

间，对整个人生、历史、世界获得一种体验性的感受。其立足于中华文化突出特征的创造性设计理念，

将会在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中展现出更多更大的价值。

① 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学海》2015 年第 3 期。
② 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11 页。
③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第 65 页。
④ 韩子勇：《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路与价值》，《中国艺术报》2022 年 2 月 11 日，第 5 版。
⑤ 赵汀阳：《历史、山水及渔樵》，《哲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⑥ 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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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Policy Significan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al Inheritance

Fu Caiwu1 Wei Ji2

（1. 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P.R. China；
2. Dong Fureng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P.R.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s a key cultural project implemented since 2017.  It’s a 
specific cultural space and exclusive territory set up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most important na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t is the basic carrier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As an innovative concept initiated by China， on the one 
hand，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has shaken the very foundation of Western “Chinese narration” 
stereotype which is built on Western discourse logic since modern times by means of “ interpreting 
China with Chinese logic （not with the Western one）” in the domain of national cultural inheritance 
that has explored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also has 
integrated China’s long-term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ory， it extends and innovates traditional heritage protection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As a result， 
the design is unique because it is built on the “continuit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s a new platform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a cultural carrier， it carries three distinct cultural forms：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form， revolutionary culture form，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civilization 
form.  As a space carrier， it connects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has created 
a model of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ulture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and it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raditional farming civilization to moder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embodying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build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n overall reflection of the response to the pressure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vironment，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not only carries the policy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ountry and shoulder national policy objectiv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building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nd cultural homeland， it also reflects the function of 
creating the sp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showing their generality and 
integration features.  It has important policy significance in disseminating the national image of 

“cultural China”， exploring the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and research paradigm， and 
exploring the creation of new scenes of cultural tourism consumption.  Therefore， in terms of national 
policy objectives，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vigorously support the research and elaboration of the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ith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as the carrier we 
should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image signs and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different from 
American national parks and European cultural rout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respec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as a way of life，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cenes of cultural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with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s the 
carrier，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ormalized transformation channel between the national 
culture structure and the citizen culture structure， so as to achiev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riching cultural tourism consumptio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Keywords：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ultural inheritance； National image； National policy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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